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郑天挺对明清经济史诸问题的研究

段 晓 亮

（石家庄铁道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 河北 石家庄　０５００４３）

　　摘　要：郑天挺对明清经济史成就表现在：精确地归纳明清时期土地和赋役制度的特点；
在细致考察不同行业状况基础上，客观地得出明清资本主义萌芽的特点；系统地考察了明清时

期海外贸易和海禁政策的特点和演变趋势。郑天挺对明清经济史研究的特点是：以精研原始

文献资料为基础；在全面细致地解读史料基础上得出结论；精微考证与宏通认识相结合等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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　　郑天挺早在任教西南联大时，便已开始研究

明清经济史，尽管鲜有论著发表，但他的研究相当

深入。１９４９年后，郑天挺在明清资本主义萌芽领

域研究取得重要成果，除部分成果发表外，很多珍

贵见解凝结 在 多 达 近 百 万 字 的“明 清 史 讲 义”中

（尚未出版）。陈生玺《史学大师郑天挺的宏文卓

识》（《郑天挺先生学行录》中华书局２００９年版）、
常建华《郑天挺教授与明清史学》（《郑天挺先生学

行录》）和孙卫国师《郑天挺先生与二十世纪的明

史研究》等论及郑天挺明清经济史成就多以其发

表论著为依据，尚未利用这批讲义资料，学界亦无

系统论述郑天挺明清经济史成就的论著。以郑天

挺“明清史讲义”等资料为根据，归纳其明清经济

史研究创见和特点，以就正于方家。

　　一、对明清农业和赋役制度的研究

郑天挺对明清农业问题的研究集中 在 丁 役、
土地和田赋制度等方面。对于明朝丁役制度，郑

天挺归纳了征役的五原则：计户分甲、计丁出夫、
因事定役、固座均力以及按籍编差。其次，系统地

考察了丁役成丁标准和杂役种类，提出成丁标准

为十 六 岁，役 制 种 类 主 要 有 里 甲、均 徭 和 杂 泛 三

类，里甲役为经常工作，以户为单位，轮年担任；均
徭亦为经常工作，以丁为单位，平均担任；杂泛役

为临时工作，以丁为单位，平均担任。再 次，提 出

可免除丁役的几种情况：十六岁以下和六十岁以

上者可免杂泛役、节妇可免徭役、官员可不任役、
鳏寡孤独者皆可免役等。对于官员免役情况，郑

天挺分门别类地归纳了自京官一品到外官九品的

免粮和免役数额，并考察了内官内使、外官、教官、
监生、举人、生员、杂职、省祭官、承差、知印、吏典、
以礼致仕以及闲住者等各类人员免役数额（郑天

挺明清史讲义“事明政 品官免粮役数”，以下简称

“……”）。虽然还不是成熟论著，但其研究非常细

致，也很准确。
郑天挺还详细分析了明代户口和等级。他以

为明代户口与后世不同处有三点：第一，户有等，
如民籍、匠籍、军籍，皆以职业分，军匠籍不得异籍

规避。第二，户以“役”、“田”为主，故鳏寡孤独不

任役者不列，僧道无田者不列—皆作畸零；而有田

有丁者禁合户。第三，户以丁粮多寡为对国家服

务之序排年，消乏者以丁粮进上者补之。第四、少
数民族以通汉语者列册，不通汉语者不造册，仍以

役为主。郑天挺以为明代户口制度最终目标不是

为了熟知人数，而是为了剥削（“事明政 明代户口

制之特点”条）。郑天挺研究明代户口和丁役制度

的时间，多集中在２０世纪４０年代初，当时学界有

关明代社会经济史的研究多集中于土地、农业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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盐法等，梁方仲和王崇武的研究也多集中于明代

户口、田赋制度，还没有完整论述明代丁役制度的

论著，更鲜有将丁役制与户口制联系起来考察的，
郑天挺对明代丁役制度研究具有开创意义。

对于明代田赋制度，郑天挺从总体上 归 纳 了

明代田赋制度原则、田制、田等、赋制、赋额、输纳

和田赋之弊，考察明代不同时期征收田赋的时间

和额度，归纳了明代赋役下种种弊病。明代中叶

为改革赋役制度，各地相继探索“征一法”、“十段

锦”、“一串铃法”、“纲银”法、“平米法”和“一条鞭

法”等。郑天挺认为“征一法只调田赋，使重轻相

当，尚未计入丁 役”（“事 明 政 征 一 法”）；“十 段 锦

法已极近一条鞭法，即丁役费由田亩分派，不过十

段锦法以里甲为单位，十甲之役由十甲之田担负，
而条 鞭 则 以 州 县 为 单 位 也”（“事 明 经 十 段 锦

法”）；对于纲 银 法“丁 四 粮 六”比 例，郑 天 挺 以 为

“所谓丁四粮六者，可有两种解释：一是民间一年

之应役费，由有丁之户担任十分之四，有田之户担

任十分之六，全国按人丁土地平均分担；二是民间

一年之役费田赋，按丁四粮六调剂之，即丁费减收

（８０％），田赋 加 征（１２０％）”（“事 明 经 纲 银 法”）。
平米法“亦条鞭 之 流”（“事 明 经 平 米”）。和 以 上

诸法相比，“一条鞭法”将赋役合一征收，效果最为

显著。
郑天挺对清代土地和赋役制度也有系统的研

究。他以为清自入关后，赋税征收悉准明万历年

间旧规。清代土地和明代一样，也分为官田和民

田两大类，但清代官田种类没明代多，只有庄田、
屯田和营 田 等 数 种［１］１６５－１６６。然 而 清 入 关 之 初，实

行的却是充满暴力的圈地运动。清初圈地自何时

起，《清史稿食货志·田制》曾提到：“顺治元年定

近京荒地及前明庄田无主者，拨给东来官兵。圈

地议自此始。”《世祖本纪》于顺治元年（１６４４）十二

月丁丑亦有此记载。郑天挺认为《世祖本纪》于顺

治元年“七月癸卯有‘罢内监徵故涿州宝坻皇庄税

粮’之语，盖太监吴添寿等请照旧例派员徵收，而

多尔衮拒之，令归于有司，另案起解，圈地之议实

导源 于 七 月。即 以 明 代 皇 庄 官 地 为 圈 地 基 础”
（“事清经 清代圈地一”），以为清初圈地应始于顺

治元年（１６４４）七月，到顺治二年（１６４５）正式颁布

圈地令，将 土 地 分 给 东 来 的 八 旗 将 士［１］１６９。清 初

圈地 范 围，起 初 以 京 畿 八 府 为 多，但 随 着 圈 地 扩

大，其他无主土地和有主土地也被圈划，原来的居

民也被划为农奴［１］２７８。郑天挺考察了自顺治到康

熙年间，因圈地而引发的冲突，以为清初圈地以包

衣和家奴耕种，是落后生产方式，统治者因圈地斗

争不断，其后渐被庄田制取代。康熙八年（１６６９）
开始放弃圈地（“康熙在政治上的措施”），采用庄

田制。清初圈地占全国总面积最多时才达到百分

之五，不应过分夸大圈地的负面作用，从时间上来

看也不长，不 能 因 此 说 中 国 社 会 倒 退 了［１］２７９。其

论断以扎实史料为基础，颇具说服力。
郑天挺以为庄田是清代主要经营方 式，庄 田

来源于将临近京城的无主荒田、无主庄田。清政

府为鼓励关外王公迅速入关，先入关者先拨付，具
体分配是满汉分居，各理疆界（“事清财 庄田来源

于分配”）。庄田制度下，从事直接生产的是庄头

和壮丁，其地位优于圈地制度下的农奴，但仍然承

受较重剥削，“壮丁的地位低于人民，与奴仆无异，
不准考试，不准仕进。庄头地位稍高于壮丁，但除

旧庄头外，亦不能考试，仕进，仍低于人民”（“事清

经 清代粮 庄 七”）。他 还 重 点 考 察 了 清 代 官 属 庄

田种类和生产状况，认为庄田因亩数多寡，可分为

大庄、半庄和围；按归属可大致划分为三种：内务

府庄田、八旗官兵庄田和宗室庄田，合计十五万九

千二百一 十 五 顷 四 十 六 亩［１］２７９。通 过 纵 向 比 较，
郑天挺认为清代官庄不同于唐宋时期田庄，也不

同于明代皇庄，唐宋时期地主庄田由私人直接管

业，明代皇庄则是各自直接受益，不需经过皇室分

发，而清代庄田由内务府统一管理，是清代特有的

经营方式［１］１７０。摊丁入亩是康雍时税赋制重大改

革，影响深远。郑天挺以为“滋生人丁永不加赋和

摊丁入亩，是清朝财政上的两个突出的措施”，“使
人口税永远在中国绝迹”，“人身依附关系也减轻

了”［１］２８２，是清代最进步的措施。郑天挺还从人口

增加、耕种面积增加、手工业技术提高以及国家收

入增 长 等 方 面，归 纳 了 摊 丁 入 亩 的 积 极 作

用［１］２８９－２９２。郑天挺对明清时期农业和赋役制度的

研究没有理论预设，完全从归纳原始史料出发，视
野开阔、考证精确，所得结论也禁得起时间检验。
郑天挺对明清农业制度的研究既总结出明清农业

经营方式和赋役制的特点，又能将其放到中国古

代特别是明代以来土地制度变迁趋势中把握，将

微观考证和宏观视角结合起来，所得结论既平实

又深刻。

　　二、分析明清时期资本主义萌芽特点

资本主义萌芽问题是２０世纪五六十 年 代 学

界热点。明清时期中国有无资本主义萌芽，为何

没迅速发展到资本主义等问题备受关注。郑天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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投入相当大的精力研究明清时期资本主义萌芽问

题。针对不少学者仅依据一种行业的史料，就贸

然给资本主义萌芽情况下定论的做法，郑天挺不

以为然，他强调必须考虑不同地域、不同行业具体

情况，搜集更多史料比较研究，才能精确了解资本

主义萌芽问题。他还特别指出“关于不明晰的史

料，不 作 深 入 地 分 析，只 依 靠 主 观 地 引 用 经 典 作

‘注脚’，而又忽略经典所阐述的时代和范畴，是不

容易解决问题的”，对当时学界任意割裂理论作标

签的做法提出了批评。他对明清资本主义萌芽问

题的研究，就是以广征博引史料为基础。
傅衣凌提出中国自明代中期以后开始出现资

本主义萌芽和资本主义性质的雇佣劳 动［２］，而 罗

耀九辩称直到清代才出现真正资本主义性质的生

产关系［３］。郑天挺并没有陷入空 谈 理 论 的 窠 臼，
而是细致地爬梳史料提出自己见解。比如他依据

严嵩被抄家有关史料，详细地统计了严嵩财产种

类和分布，提出：严嵩财产以金银玩好及消费器物

为多，因知当时尚以享受为主，而不知经营；严嵩

家存物资极多，反映商业不很发达；严嵩家藏金银

甚多，可知官僚资本和资本主义因素仅仅是萌芽

而已（“事明财 严嵩查抄财产”）。再如，明于慎行

《榖山笔尘》卷四《相鉴》有：“吴人以织作为业，即

士大夫家，多以纺织求利，其俗勤啬好殖，以故富

庶。然 而 可 议 者，如 华 亭 相（徐 阶）在 位，多 蓄 织

妇，岁计所积，与市为贾”。郑天挺以为徐阶用织

妇织作求售，此是资本主义萌芽情况，但织妇与徐

家仍是封 建 的 关 系（“事 明 社 徐 阶 的 求 利”）。当

时不少学者认为万历年间以中官为矿监税使，是

明朝商品经济日益发展的结果，并且把当时市民

反矿税斗争上升到资本主义与封建主义斗争的高

度。郑天挺认为这反映了资本主义的萌芽，但当

时官吏和市民反对矿监税监，仍是封建主义内部

斗争（“事 明 经 矿 监 与 税 监”）。郑 天 挺 并 没 有 迎

合意识形态需要，而是刻意避免使用“社会性质”
等词汇，仅仅依据史料提出若干见解，体现了严谨

的学术态度。
徐一夔《织工对》这则史料因涉及资本主义萌

芽问题引起学界广泛关注，但对此书反映的是元

末还是明 初 的 丝 织 业 或 者 棉 织 业 的 情 况 争 论 很

多。郑天挺１９５８年 发 表《关 于 徐 一 夔＜织 工 对

＞》，首先根据《始丰稿》的编排体例和使用词汇的

特点证明其中的《织工对》一篇应为元末之作；其

次进一步从织工数目比例判断《织工对》所反映的

是当时丝织业的状况，而不是很多人认为的棉织

业状况。郑天挺论断一出即被学术界广泛接受，
并被视为权威论断，还被誉为“将旧国学考证辨伪

再赋予生 机”的 典 范［４］３６０。在 受 到 赞 誉 时 郑 天 挺

还特别提及《织工对》这则史料最早是由吴晗发现

的，他说：“历史专家发现一条史料，和发明一个创

见，功绩是一样的，我们对这方面劳动的尊重是不

够的，几乎没有人在引用史料时提到某人首先发

现。这是不公道的。资本主义萌芽史料 中，徐 一

夔《织工对》是一个极重要的资料，假使不是吴晗

同志指出，我 是 不 会 去 找 的。”［１］２４３郑 天 挺 的 做 法

体现了他为人和治学的原则。
为考察清代资本主义萌芽状况，郑天 挺 爬 梳

清代有关织造业、冶铁业以及烧造业发展的史料，
归纳生产规模和经营方式特点。郑天挺以为康熙

年间从苏州织造业状况来看，虽已有资本主义萌

芽，但依然采取家庭手工业，且当时官物采办均由

官厅预定统一价格，并非按市价高低付值（“事清

经 康熙时的采办青蓝布”），仍属封建剥削（“事清

经 清代织造”）。通过考察乾嘉时期江宁、苏州与

杭州的织机 和 机 匠 数 量，郑 天 挺 以 为“此 均 民 机

也。专为销售，其所达遍及全国及朝鲜。但 他 们

还不是集中在一个工场内，而是一家或一人一张

机单 独 在 承 做 商 品”（“事 清 经 明 清 织 造 之 比

较”）。清代丝织业虽然号称发达，但并没有自由

生产空间，机户通过承担国家丝织品织造任务，再
将任务分配给分散机匠，机匠受到许多章则制度

约束，表面是为保障机匠永久有工做，实际上不过

是为 了 将 机 匠 牢 固 地 控 制 在 机 户 下，失 去 自

由［１］２９３。松江府纺 织 业 在 清 代 素 称 发 达，但 当 时

并没有专职纺织工人，家庭纺织业没有同农业分

离，依然属于自然经济。冶铁业和烧造业在清代

虽有相当规模发展，但受制于封建生产关系制约，
并没有突破阻碍自由生产经营的桎梏。郑天挺还

精当地分析了清代资本主义萌芽的特点，认为清

代自然经济特点，表现为农村家庭手工业与农业

的顽 固 结 合，族 权、神 权 与 乡 镇 经 济 的 顽 固 结 合

上，资本主义萌芽的发展受到严重摧残和阻碍，资
本主义萌芽还冲不破自然经济的束缚和阻挠，很

难得到发展［１］２２４－２２９，因 此 清 代 是 中 国 封 建 社 会 发

展的“晚期”，而不是“末期”，是孕育着资本主义萌

芽的封建经济继续发展的时期［１］２５０－２５１。
最近十多年来，有学者提出当时有关 明 清 资

本主义萌芽研究是伪问题［５］，由此引发学 界 对 明

清资本主义萌芽研究的反思［６］，不过抛开 照 搬 理

论和教条主义倾向以外，不能否认这些研究也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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动了明清社会经济史的研究发展，其学术史意义

不容低估。郑天挺对明清时期资本主义萌芽的研

究，虽带有特定时代痕迹，但他的研究是实事求是

的，所提出的封建制度对资本主义萌芽压制和摧

残的判断，是经得起时间检验的。他提出鸦片战

争前清代社会为封建社会的“晚期”而不是“末期”
的观点，并未迎合主流舆论喜好，而是在扎实史料

分析基础上，所做出的科学判断。

　　三、论明清时期海外贸易与对外关系

郑天挺明史讲义有不少涉及明代海外贸易与

对外关系问题，这些卡片很少长篇论述，往往是就

某一问题汇集并摘录相关史料，间下按语。郑和

下西洋是明代对外关系史上最重大的事件，也是

近代学术界关注的热点。自梁启超发表《祖国大

航海家郑和传》［７］以后，张星烺、向达等先 后 撰 写

文章，冯承钧利用新史料出版的《瀛涯胜览校注》
和《星槎胜览校注》也受到普遍瞩目。郑天挺广泛

搜集史料，系统地考察郑和下西洋问题，他发现宦

官出使是明初外交普遍现象，还列举明初十三位

宦官使节出使情况，尽管未做更深地剖析，但他归

纳出 的 这 一 特 殊 现 象，显 示 了 其 独 到 的 史 识。

１９８１年 王 赓 武 于《Ｅａｒｌｙ　Ｍｉｎｇ　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　Ｗｉｔｈ
Ｓｏｕｔｈ－ｅａｓｔ　Ａｓｉａ———Ａ　Ｂａｃｋｇｒｏｕｎｄ　Ｅｓｓａｙ》［８］２８－５８

提出“宦官外交”一词（Ｅｕｎｕｃｈ　Ｄｉｐｌｏｍａｃｙ），但 没

有给予明确界定。１９９４年孙卫国师《论明初的宦

官外 交》［９］３４－４２ 对 明 初 宦 官 外 交 现 象 予 以 系 统

研究。
明代海外贸易主要有民间贸易和朝贡贸易两

种形式。朝贡贸易是明代与周边邦国之间主要经

济往来形式，郑天挺不仅考察了明代与周边邦国

有关贡期的规定，还归纳了明代华人在吕宋、合猫

里、美洛居等贸易往来等事迹。此外，郑天挺还考

察了中国与 西 方 国 家 交 往 的 历 史，以 为“中 国 在

汉、唐 都 与 西 方 有 密 切 联 系，但 是 间 接 的”，直 到

１３、１４世纪时 由 于 西 欧 经 济 发 展 和 蒙 古 西 征，打

通了中国与西欧直接交通，“说明中国与西欧之间

建立经常联系的条件已成熟”。郑天挺以为郑和

下西洋尽管没和西欧发生联系，但却促进了东南

地区工商业发展，英宗以后私营海外贸易日趋繁

荣，不少华人移往南洋。郑天挺逐条汇集了葡萄

牙、西 班 牙、荷 兰 以 及 英 国 与 明 代 往 来 的 详 细 经

过，并且还比较了葡萄牙、荷兰与英国早期对华贸

易不同特点，认为“葡萄牙与其说是商人，不如说

是海盗”；“荷兰的远东贸易纯属私人企业，因之决

定了其殖 民 政 策 中 商 业 利 益 居 压 倒 一 切 地 位”；
“英属东印度公司只有商业机能，没有武装部队，
因此竞争 不 过 荷 兰”（“事 明 外 欧 洲 人 之 东 来”）
等，颇有启发性。

郑天挺梳 理 有 关 清 朝 海 禁 与 对 外 贸 易 的 史

料，清晰地勾勒出清朝初期海禁政策的演变历程。
如他在顺治十二年（１６５５）条下注明“给照出洋，防
止通番，小船无禁”；顺治十三年（１６５６）条下旁注

“严禁下海贸易”；顺治十八年（１６６１）条注明“严禁

出界……不禁下海；兼及耕种，不禁贸易”；康熙十

一年（１６７２）条下注明“迁海岛居民”；康熙二十三

年（１６８４）条下注明“１６８４开禁”、“禁大船”、“禁私

载武器”；康熙四十七年（１７０８）条下注明“限带食

米”；康熙五十六年（１７１７）条下注明“（台湾产米不

许私运出洋贩卖）可运至漳、泉、厦门”；雍正九年

（１７３１）条 下 注 明“禁 止 铁 出 口”；乾 隆 十 四 年

（１７４４）条下注明“禁 止 铜 出 口”（“事 清 政 清 代 海

禁”）等等。可见清初厉行的海禁政策，自收复台

湾后开始松动，但对海外贸易仍有严格约束，仅留

广州一口通商，且所有对外贸易都被十三行控制。
清政府以公行限制对外贸易发展，郑 天 挺 还

考察了清代公行制度起源和发展历程，认为其“创
自康熙五十九年（１７２０），初不限额。……乾 隆 三

十六年（１７６０）饬令废止……乾隆四十七年（１７８２）
恢复公行……遂成定制”（“事清外 十三行”）。其

后十三行数量相应减少，直到道光十七年（１８３７）
始恢复十三行。此外他还归纳了清朝与朝鲜、琉

球、安南、荷兰、暹罗、南掌、缅甸 等 国 贡 期、贡 道、
贡物以及税额等情况。乾隆五十八年（１７９３）以及

嘉庆二十一年（１８１６），英国两次派使臣来华以及

葡萄牙强占澳门，对中国历史产生重大影响，郑天

挺特别细致地逐年梳理了葡萄牙侵占澳门的始末

（“事清政 葡 萄 牙 强 占 澳 门”）。这 些 研 究 虽 未 形

成论文发表，但足见郑天挺治学态度之严谨，直到

２００４年学界才有学者专门论述清代公行制度［１０］。

　　四、郑天挺明清经济史研究的特点

首先，以精研原始文献资料 为 基 础。其 明 清

经济史研究完全立足《明实录》、《明史》、《明史纪

事本末》、《清史稿》等原始文献资料。郑天挺这种

治学方法既受乾嘉学风影响，也体现了近代“整理

国故”理念和方法。虽然中国传统史籍有诸多缺

点，由此引发近代以来中国学者不少批评和指责，
但也必须承认这些原始史籍是认识中国古代史实

和脉络的最基本、最系统的史料。郑天挺注重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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原始史籍研究和讲述历史，一个重要原因是当时

学界还没有成熟讲义和专著可供参考。他讲述明

清史时，除孟森《明元清系通纪》、《八旗制度考实》
等著述以及零散论文可供参考外，几乎没有系统、
严谨的学术专著可借鉴。当然，郑天挺重视运用

原始文献资料并不意味着否定新史料的价值。在

讲述史料学课程时，他也很详细地阐述了中国历

史上新史料的发掘对推动史学研究的意义。
其次，在全面细致地解读史料的基础 上 得 出

结论。郑天挺对明清经济史诸问题的研究全部都

是以史料解读为根基，在全面地归纳史料、细致地

解读史料基础上，谨慎地得出结论。无论是对明

清赋役制度、土地制度研究，还是对明清对外贸易

和资本主义萌芽等问题研究，郑天挺从不预设结

论，更不屈从主流观点，完全秉承以史料述史的严

谨传统。他花费很多时间和精力着眼于整个明清

经济史料的归纳和解读，在精研史料基础上提出

自己的认识，而从没考虑从哪个角度讲比较容易

出成果。尽管他很少发表文章，但他对明清经济

史很多问题的认识都具很有开创性和启发意义。
再次，精微考证与宏通认识 相 结 合。郑 天 挺

治学细致精微，深得乾嘉学风真谛，也深受近代史

学理念熏陶，具有宏通的学术视野。他梳理明清

农业和赋役制度特色，考察明清各行业经济关系，
勾勒明清对外贸易特点，都是从微观的史料归纳

和考证入手，逐渐形成对明清经济发展特点的宏

通认识。比如他探索明清庄田的特点和异同，能

将其放到自唐宋以来土地制度演变趋势中考察。
他提出明清资本主义萌芽受到严重摧残和压制，
清代是中国封建社会晚期而不是末期等创见，都

是在精微考证基础上得出的宏观认识。他对清代

海禁政策和公行制度的考察，也都注重从历史角

度阐明海禁和公行制度的起源、发展演变历程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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